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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性和有效性：政府预算中的二重奏　　

　　黎江虹

预算作为统领国家财政收支的枢纽，各种因素汇集，庞杂而又混沌：法律与政策的冲突、长期愿景与
当下计划的纠缠、规范性和有效性间的张力。《预算法》实施以来，预算规范性大大增强，预算公开、人大
监督角色的强化、责任体系的健全都在彰显预算法的努力。与此同时，各级人大、政府部门乃至具体预
算单位却在担忧：过于强调规范性是否会导致预算的有效性被削弱？具体操作时如何把握预算规范性
和有效性的边界？上述迷惑直接关系预算规范的规范性是否会被执行部门架空的问题。一个匮乏预算文
化的国度，选择何种路径迅速构建规范性与有效性有机结合的预算制度，是急需预算法学者研究的课题。

一、历史视角：预算规范性和有效性关系之嬗变

预算的规范性强调的是预算的法定性和执行的刚性，预算的有效性侧重于预算对资源的有效配置，
隐含着对于经济发展的正面调控功能。两者关系的嬗变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预算涅槃于封建王权不受约束的封建社会，控权也就成为了预算理念的精髓所在。如英国大宪章

就昭示和确立了代议制和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国王未经纳税人阶层同意的征税是非法的……国家的
财政预算也要受到代表的审查和同意（马克圭，１９９７：１２－５６）。与此相适应，预算权的配置也以议会为主导。
在此时期，规范性被认为是有效性的代名词。只要规范了政府权力，履行了法定程序，预算就会被认为
有效体现了民意，会产生正面的资源配置效益。
然而，由于议员普遍对预算保持“理性的冷漠”，而政府部门更愿意考虑经济发展的动力，很多国家

开始赋予行政部门较大的预算权力，以促进对经济发展的有效影响。如美国１９２１年颁布的《预算和会
计法》赋予总统的预算主导权。２００８年我国的四万亿资金计划的拨付也是基于预算有效性的冲动。
其实，无论是预算规范性至上还是有效性至上，都有无法克服的弊端。预算必将走入规范性和有效

性有机结合的历史阶段。就体制设计而言，以美国为代表，１９７４年颁布的《国会预算及截留控制法案》
就确立了国会和总统对预算的共同控制权。不过，预算最核心的的权力仍掌握在国会手中，总统只拥有
预算建议权，国会可以全盘推翻总统的预算提案（黎江虹，２０１５：７４）。
历史的演变都会昭示一些经岁月检验和冲刷的真理：预算的形式理性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规范

性才能闪烁预算控权的理念。但预算事实上担负多重目标（控权只是其中一种），政府必须考量计划的
有效推行和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否则预算将会丧失生命力，沦为毫无用处的教条。

二、现实困惑：机制供给缺失可能导致矫枉过正

由于中国缺失预算规范性至上的发展阶段，预算呈现软约束态势。《预算法》历经十年才完成修订，
既反映了在中国语境下实现控权的艰难，也折射出新《预算法》实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一）人民代表大会难以担当预算重任
预算的规范性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要求甚高，预算管理的各环节都要求其深度介入，从而形成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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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财政权力的制衡。《预算法》第二章和第五章是人民代表大会职能条款的集合，内容不可谓不丰富。
但现实的尴尬却是：人民代表大会现有架构和人员无法应对《预算法》赋予的各项职能。目前，基层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编制很少，预算工作委员会基本是一人或两人担当工作，其中专业人士甚少，
外聘专家对于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几乎不现实。如果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力度和专业性不够，依托其职能
的强化提升预算规范性的设想就会大打折扣。

（二）预算调整缺乏完整的规范依据
预算调整是预算规范性和有效性博弈最为激烈的战场。《预算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经人民代表

大会批准的预算，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这是预算规范性的体现。由于经济形势改变、政治博弈持
续、领导集团更迭、公众焦点转移等原因，事前取得的预计信息难免会出现纰漏，执行中的预算案也就
难以与过时的预算案完全相同（爱伦·鲁宾，２００１：２５０）。为更好的回应公众需求，提供更为务实的公共产
品和服务，预算必须进行调试和修正，这是预算有效性的体现。新《预算法》第七章对预算调整做了较为
详尽的规定，最大的亮点是采用列举法，对需要调整的四种情形作了规定，并对预算调整程序做了较严
格规定。其缺陷在于：一是预算调整重总额、轻结构，科目间资金的的调剂权被赋予行政部门，导致预算
调整的规范性受损；二是预算调整的规定不够具体。例如，支出调整有追加支出、动用往年结转资金、超
支；收入调整有增加举债、追加拨款、预算外收入、超收收入、结余资金等（胡明，２０１４：１３０）。而《预算法》仅
涉及其中几种。项目列举的漏洞，使执行部门要么无所适从，要么随意裁量；三是事后追认的预算调整
仅限于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未考虑火灾、爆炸、经济危机等非自然灾害，适用范围不周延。

（三）预算对于政府战略和政策的考量尚在摇摆
财政政策和法律是现代社会治国理财互补的两种手段。阿尔伯特·海德（２０１０）指出：“在庞大而复

杂的形式中，预算同时记录政策成果、指明政策重点以及规划目标和目的，描绘政府的总体服务成就，并
测量其绩效、影响和整体效果。”因此，不管法学家怎样厌恶政策的弹性，预算无可避免要和政策密切关
联。现实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怎样把其发展战略规划融进预算，从而获得民众乃至人民代表大会
支持。政府所持的态度是：预算审批机构未必了解经济发展的重心，应尽量采纳政府编制的预算；而预
算审批机构和民众的态度则是，应对政府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合作不够，这
对于问题的解决有害无益。不可否认，有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如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草
案的修订权、否决权，预算对政府战略计划的吸纳，都需要《预算法》提供明确的答案。

（四）预算结果的评价还需要体制铺垫
预算是官僚行为和行政能力的测量器，是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指标。预算的规范性不仅表现

在预算起点，还应表现在预算结果的评价中。美国学者科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应该根据什么决定
将Ｘ美元配置给了项目Ａ而不是项目Ｂ？在中国，这个设问尤其经典。国家大量的预算资金拨付的正
当性和妥当性何在？这关涉财政资金的效益评价机制，急需制定相应的规则。因此，我国预算法的研究
也应由理念过渡到规则和评价。

三、未来机制的创新：三个维度

预算的规范性和有效性的协调反映了预算作为综合部门的特质：它既有法律特质，也有政治色彩，
还具有经济管理的底色。这也注定了两者边界的划分超出了法律的范畴，应有管理思维和政治思维。

（一）信息共享的维度
议会和政府间预算权的配置是预算规范性和有效性冲突的缩影。政府财政权力过大造成的恶果在

中国已屡见不鲜，而“过于强大、不受约束的议会监督权力反而会导致议会在预算领域不负责任的行为，
例如掠夺性支出，不顾财政健康。”（Ｖｏｎ　Ｈａｇｅｎ，１９９２：１－７９）为此，笔者认为应加强各主体间的信息共享：
第一，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预算信息共享的阶段应前移，方便人民代表大会后续审议预算，也使预

算规范性和有效性的冲突预先得到化解。需要交换的信息包括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收入和支出的框
架。基于这样的理念，可以考虑在《预算法》总则部分规定如下条款：各级政府在编制预算之前，应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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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战略计划提交给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
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应完善信息收集和咨询制度。为保证预算审批的科学性，人民代表大会应有专

属的信息机构，美国国会就有国会图书馆和隶属于国会图书馆的国会研究服务处、科技评估局为议员提
供资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几乎没有这样的机构。即使可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获得资讯，人民代表大
会也要有遴选和甄别的能力。只有获取有效的资讯，才能帮助审批机关判断预算的有效性。
第三，加大民众意见的吸纳。预算最根本的目的是增进社会福利，征求民众的意见是预算民主的体

现。新《预算法》增加第４５条，对基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听取选民的意见做了规定。就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本质而言，只做到这一步远远不够。未来法律进一步修改时，可开放到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
会，且需设计专门的意见征求机制如预算听证会。还需建立民众意见反馈机制，实现信息双向交流。

（二）规则完善的维度
就预算的规范性和有效性的关系而言，《预算法》最应聚焦预算调整规则的完善。第一，预算调整不

应仅是预算总额的调整，还应涉及到预算科目的调整，《预算法》应明确列举预算科目的调整范围，限制
政府权力扩张的空间；第二，预算科目之间的调剂也属重大利益调整，应将其决定权收归到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预算调整的事由应明确。预算执行中情事变更情形很多，应该明确哪些必须事先报审批
机关批准，哪些可以先由政府支出，事后报审批机关追认。特别是，应重视经济危机对财政收入的致命
影响，从完善预算调整规则的角度予以应对。

（三）结果预算的维度
预算的有效性蕴含着对于结果的追求，所有的努力都是需要结果来验证。上个世纪末的美国，“结

果预算”的概念被提出，它是指一个聚焦于资金活动结果的预算体制（Ｏｓｂｏｒｎｅ，１９９２：２０－１００）。之后，美国
一些州把结果预算的理念渗透到各自的预算改革，获得了一些成效。
预算的评估结果对所有人开放，而不仅仅限于行政管理部门内部。因绩效预算关注产出和经济效

率，故行政管理者是绩效预算的主要关注者。此外，结果预算不仅关注经济效率，也关注社会效益的评
价。如国家拨款用于预防青少年犯罪等项目，此类项目很难用产出或者经济效率来衡量，最后采用的应
是诸如各方满意度这样的非经济化的标准，这是结果预算和绩效预算最大的区别。故结果预算是比绩
效预算外延更广的预算概念。结果预算最大的效用在于，各类拨款项目特别是常规项目结果比较、竞
争，使下一年度预算能回答“为什么把钱拨往Ａ项目而不是Ｂ项目”的质疑，尽量达致规范性和有效性
的有机统一。结果预算和决算最大的不同是，结果预算不仅仅是收支项目的堆积，还包括民众满意度调
查数据、评价结果及处理方法，是一种更为细化翔实、更为民主的预算思维和机制。
在中国，绩效预算才刚刚起步，比其更先进的结果预算尚在理念阶段。构建结果预算机制既保证预

算硬约束，又能够彰显预算宏观调控的正面效果，是化解预算规范性和有效性冲突的利器。

参考文献：
［１］　阿曼·卡恩、Ｗ·巴特利·希尔德雷斯编（２０１０）．公共部门预算理论．韦曙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２］　爱伦·鲁宾（２００１）．公共预算中的政治：收入与支出，借货与平衡．叶娟丽、马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３］　胡　明（２０１４）．我国预算调整的规范构成及其运行模式．法学，１１．
［４］　黎江虹（２０１５）．新预算法实施背景下预算权的配置．税务研究，１．
［５］　马克圭主编（１９９７）．中西封建社会比较．上海：学林出版社．
［６］　Ｏｓｂｏｒｎｅ　Ｄ　＆ Ｇａｅｂｌｅｒ　Ｔ（１９９２）．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Ａ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７］　Ｖｏｎ　Ｈａｇｅｎ　Ｊ．（１９９２）．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９６．

　■作者地址：黎江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３。Ｅｍａｉｌ：３７４６９７８３６＠ｑｑ．ｃｏ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０９Ｂｆｘ００５２）

·６１·


